第23章  激励人们获取最佳绩效

摘自彼得.德鲁克《管理的实践》

什么样的激励机制才能最充分地调动工人的积极性？在今天美国工业界的眼里，答案是不言而喻的：“让雇员满意。”可是这几乎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空谈。即使这一说法还有一点点实际意义，“让雇员满意”也还不足以成为真正的动力，无法满足企业的需要。

人可以因完成了任务而对工作感到满意；他也可以因为“马马虎虎过得去”而对工作表示满意。他可能由于满腹牢骚而对工作表示不满；他也可能为了想把工作做得更好，想改进自己和小组里的工作，想做更多、更大的工作而感到不满。这种不满情绪是雇员最最可贵的东西，是对工作的自豪感和责任心的一种最真实的表现。不过，我们却很难区分哪种态度是完成任务后的满意，哪种态度是对工作得过且过式的满意。同样，我们也没法区分哪种是因牢骚而不满，哪种是想把工作干得更好而不满。

我们缺乏一种客观的标准，以衡量对工作喜欢到什么程度才算真的满意。假如有70％的雇员对“你认为在本公司工作是理想选择吗？”这样的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这算“高度的”满意还是“低度的”满意？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管理人员能否用“是”或“不是”回答这个问题？对公司的具体政策所产生的效益，我们确有衡量的标准。比如，“计划调度制度对你的工作有没有帮助？你是否常需要坐等装配件的到来？停车场地方够不够？”这些问题回答起来并不困难。但是，对“满意”一词，我们很难抓住其确切的含意，也没法对其做出明确的定义。

在测定满意程度时，每人知道哪些因素将会对人的行为和工作绩效产生影响，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在激励人们更努力地做好工作这件事上，对周围同事感到满意是不是比对工作条件感到满意更为重要？或者两者同样重要？对这些问题我们还搞不清楚。

但是，只把满意与否作为工作动力是远远不够的。那只是一种被动的服从。极端不满的人可以辞职，如果他继续留在公司内，那他也会对管理机构越来越不满意。但是，感到满意的人又会怎样呢？企业毕竟要求职工能自觉地为公司做事情，要求他们能参与到公司的事务中去。企业要有效益，光有雇员的服从是不行的。

在当今工业社会中，恐惧心理已不再是工人干活的一种动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对满意不满意的讨论。但是，这种讨论并没有正视因恐惧心理的消失而造成的问题。相反，它回避了这个问题。我们当前所需要的是，如何用一种内在的自我激励机制来取代外界强加给职工的那种恐惧心理，以促进绩效的提高。在这一方面，真正能起到作用的，并不是职工们满意不满意，而是他们的工作责任心。

一个人可以对别人正在做的事情表示满意。然而，当他自己做事时，他必须能够对自己的行动及其后果负责任。他必须要有一种永不满足的感觉，因为他总想把事情做得好一些。

责任心是无法用金钱买到的。经济报酬和奖金当然是重要的，但他们往往会起反作用。对经济报酬不满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抑制因素，它会破坏和腐蚀人的责任心，使人的工作效率降低。但是，有证据可以说明，对经济报酬不满意并不足以成为一种积极的激励因素，它只能在其他因素已使职工产生了责任感的情况下发挥某种辅助性的作用。只要查看一下为增加工作量而支付奖金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看清楚这一点。只有在那些早已愿意将事情做得更加完美的人身上，奖金才能起到作用；而对那些不想把工作做得更好的人来说，奖金根本不起什么作用。

关于是否愿意承担责任的问题，已经谈论了上千年，而今天工业界又一次将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一方面，我们听到人际关系学派说：人们需要责任感。是的，人们的确需要责任感，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又听到一批又一批的管理人员说：人们害怕责任感，总是竭力回避责任。

这两种观点都提不出特别令人信服的证据来，然而总的来看，对此问题的讨论并没有击中要害。工人本身是否有责任心，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企业必须要求工人具有责任感。企业需要有绩效，既然现在已不再能使用恐惧心理去鞭策工人，那么企业只能通过鼓励、引导和推动来促使工人们加强责任感。

有责任心的工人

帮助工人加强责任心有四种办法。它们是：安排工作要慎重；必须制定较高的绩效标准；向工人们提供自我控制所需要的信息；为他们提供参与的机会，让他们学会从管理者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这四条对加强责任心是必不可少的。

对安排工作的问题，必须要做出有序的、认真的和持续不断的努力。这早已成了激发工作人员工作积极性的先决条件。没有什么会比给某人一项要求很高的工作更具有挑战性，更能激发他去提高工作绩效的了。也没有什么比他能以高超的手艺及成就更另他感到自豪了。如果要求太低，那必然会使人失去积极性。而强调通过不断的努力，以达到最高的目标，就能激发出人的积极性来。这并不是说我们硬要别人去干什么事情，相反，我们是要让他们自觉地去工作。而能做到这一点的唯一办法，便是让他们将眼光放得远一些，把目标订得高一些。

普通工人的产量指标实际上始终是必须达到的最低标准，因此往往会将人引错方向。其实根本不应该把这种最低标准宣布为指标，也不应该对超过这一指标的人进行额外奖励，因为那样做会使工人觉得这就是正常的指标。有些工人不费什么力气便能达到这一定额标准，对他们来说，这种标准就会产生副作用。他们也许会觉得最好不要超产太多，以免那些能力稍差的同伴感到难堪；或者，他们会因此而看不起管理班子，原因是这个班子竟然制订出这种低得不可思议的定额标准。每当管理班子试图提高标准时，他们就会首先站出来抱怨说指标太高没法完成。

IBM公司已决定废除通用性的定额标准，他们采取让工人们自己订出定额指标，试行的结果充分说明这种做法非常对头。它的成功提醒我们：工业界也许可以更大胆一些，制订出一些真正的目标来取代目前通用性的产量指标。在制定新目标时，我们不应只从工人的体能出发考虑问题，我们或许应该从他们想要做出的贡献这点出发考虑问题，对每件工作在实现部门的、工厂的以及公司的目标上能做出些什么贡献应有明确的说明。在新技术领域里，每件工作都要求有一个目标，而不再搞什么最低标准。如果不这么做，那肯定是行不通的。即使是在今天的流水作业装配线上，只要能从技术和判断上对工作提出带有挑战性的新要求，那么制订目标也是有意义的。

为了激励工人获取最佳绩效，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管理层必须对自己的工作绩效提出高要求、高标准。因为较好地完成管理职能，是决定工人能不能达到最佳绩效的关键。

雇员坐等工作，而管理人员却在一旁不知所措，没有什么会比这种情况更另雇员泄气了，尽管他们有时会装出一副很欣赏“无活可干，工资照发”的样子来。在他们的眼中，这恰恰就是管理部门不称职的有力证据。因此，如何确保人人都有活干，这不是一件小事。出于同样的考虑，如何使设备保持最佳运转状态，或者当设备出了毛病时能否立即将其修好，这也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将工作环境整理得干干净净，这也是促使工人提高绩效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把这些事情做好，反映出管理部门的能力和标准，会使工人们看到管理班子是多么称职，多么认真。

这条规则不但完全适用于操作工人和工程师，也同样适用于推销员和办公室职员。对管理班子是否胜任的最重要的考验便是看其有没有能力让工人们能不间断地工作并创造出最佳效益。有些办公室的经理让他的工作人员空等一个上午，直到他处理过当日的邮件之后才给他们工作任务，而他们又不得不在下午拼命地干活，以补回上午所损失的时间。这实在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成本损耗。有的工长让工人们在那里闲等，而自己却跑到工具间去找一个星期前他早就该准备好的备用零部件。他给生产所带来的影响，其实要远远超过任何一位工会鼓动人员所发表的演说。假如总工程师保留了几个人，“一旦需要”就可让他们做些“可有可无”的工作。这种做法无疑也会令人感到十分泄气。类似这种事先缺乏计划的情况都会使雇员产生瞧不起管理部门的思想，会使他们觉得公司并不真想要他们提高工作绩效，这无疑会大大地损害他们工作的积极性。有句谚语说道：“在这里干了坏事可以不受惩罚。”对一家企业来说，比这句谚语更难听的一个说法是：“这里好比是军队，一会儿紧急集合，一会儿又让你等着待命。”

有一次，一位精明的厂长对我说，他不让工长干这干那，只要他们做好如下几件事情就可以了：保持自己部门及机器设备干净整齐；凡是要做的工作都必须在三天前计划好；及时更换有毛病的器械，让设备保持最新最佳状态。他的继承人采取了相反的做法，带来了一大套“人事管理”的技巧和办法，在工长的挑选上花了不少时间和金钱，甚至还拿出更多的时间来对他们进行培训，向他们灌输“人际关系”的道理。然而，他却从未能使产量达到他前任的水平。

让工人及时了解情况

衡量工作是否达标，离不开信息。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工人想知道多少情况，而是企业为了自身利益必须让工人了解多少情况。为了让他们真正做到负责任，工人们到底应该了解多少情况？应该在什么时候向他们介绍这些情况？

工人应该能控制、检查和指导自己完成工作任务，应该知道如何来做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应该不需要别人前来加以指点，凡是适用于经理的那些程序和信息规则，也同样应该适用于工人。

与此同时，企业也必须试图让工人对自己的行动结果负责。必须让工人知道，他的工作好坏是与整个企业工作的好坏密不可分的。工人应该知道，他对企业的贡献，也就是对社会的贡献。

可以想象，要想给工人提供必要的信息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那需要有一些新的技巧和手段。数字本身通常都可以在记录上查到，然而要将这些数字迅速地传递给工人，并让这些数字来检查工人们的工作情况，那首先要求有新的设备。只有工人才能改变这些数字。如果工人信息不灵，那么他不但会缺乏进取心，而且会缺少改进工作绩效的方法。

要为工人提供有关企业的信息，提供他对企业所做贡献的有关信息，这就更困难了，因为绝大多数常规数据对工人来说显得毫无意义，特别是隔了一段时间的那些常规形式的数据。尽管如此，管理部门还得要试图将信息传递给工人，这倒不是因为工人需要信息，而是因为企业的根本利益决定了工人必须获得有关信息。职工人数很多，有时花了很大力气也不一定能把信息传给每个人。然而，只有试图将信息传给每一位工人，管理部门才能确保让每个工厂、每个办公室或每个商店里的一小部分人也得到信息，因为这部分人对那里的公众舆论的形成以及共同态度的树立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像管理人员一样地看待问题

工作安排、绩效标准和信息，这三条是激发雇员工作责任心的先决条件。不过，就其本身而言，它们并不能提供加强责任心的动力。只有当工人也能像管理人员那样地去看待问题时，他才会产生责任感，才会去追求最佳工作效益。这也就是说，工人在做好自己工作的同时，还必须像管理人员那样，对企业的成功与生存有一种责任感。只有通过亲自参与到企业的活动中去，工人才能获得这种责任感。

今天，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要“让”雇员有工作的自豪感、成就感，要让他觉得自己很重要。而自豪感和成就感是无法给予的。我们当然也无法“让”雇员觉得他很重要。总裁给工人们总称他们为“亲爱的雇员伙伴们”，但这并不能使他们觉得自己很重要。总裁这么做，只能出自己的洋相。说得更实在一点，自豪感和成就感若离开雇员的具体工作，是不可能存在的。只有通过做好他的具体工作，雇员才能获得这种自豪感和成就感。用一枚特制的胸针来表彰某人25年忠心耿耿的服务，这也许会受到获奖者高度的珍惜。但是，只有当工作真正做出了成就之后，奖励才能确实起到作用。否则的话，人们就会讨厌这种做法，会认为那只是一种虚情假意。

假如谁完成了一件值得骄傲的事，那么他就会觉得很自豪；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就是假自豪，假自豪是非常有害的。只有在完成了一项工作之后，人们才会产生成就感。如果所做的工作重要，自己才会觉得重要。真正的自豪感和成就感的唯一基础就是积极和负责地参与到对自己的工作关系重大的实践中去，参与到对工厂社区的管理中去。

切萨皮克－俄亥俄铁路公司的职工不久前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生动的榜样。事情刊登在1953年11月14日出版的《商业周刊》上。

本周，有些切萨皮克－俄亥俄铁路公司的职工大摇大摆地走进公司董事会那豪华会议室，向董事长表露他们的欣喜与自豪，因为他们为亨廷顿（西弗吉尼亚州）厂房的重建制作了一个大模型。

该模型是由大约60位锻工、电工、木工、金工、维修工和学徒工花了整整六个星期，其中有不少都是业余时间，才精心制作出来的，这体现了职工对企业的一份爱心。公司高级官员称，管理部门若要做类似的计划，大概要花30个月到3年的时间。

产生这一想法，是因为公司准备重建占地60英亩的亨廷顿的现有设施，以便停放内燃机车头。该设施的厂房占地大约11英亩，其中包括车轮、车厢、电器、电瓶及锻工车间。那里的工人们在吃午饭时就自发地议论起这项工程来了。

据工长E•E•斯莱克说，原来的厂房设施建于1928年，布局也不甚合理，比如车轮车间离最适宜的地点约有半英里路，因此不得不用车辆来运送这些车轮。对此，工人们早已有不少意见。

这种午间的议论很快就形成了方案。每个人都结合自己车间的情况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他们的头头斯莱克边听边做笔记，并让制图员将大家的想法画成了图，接着再请大家来参与这项群体设计工作，最后得出来的就是本周向董事会提交的那个比例模型。

能提出这样的计划，工人们觉得非常自豪。此外，也的确有不少极有说服力的意见支持这项计划。比如，这项改建计划估计只需花费250万美元，这要比管理部门预计所要花费的1000－1500万美元的数字节省了好多钱，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当然，我们不常需要去重建厂房，但是如何安排个人及小组的工作，却是管理部门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工作总应该被分解成不同的组成部分，并按照这些成分的逻辑顺序来安排工作。然而，这种分析并不一定都得由工程师来做。我们没有必要迷信计划与工作必须分开的说法。现已有决定性的证据可以说明：如果干某项工作的人能够负责任地参与到工作的计划中去，那么计划工作实际上反会完成得更好。这就是人们称之谓“作业简化”技术的实质。在过去30年中，人们使用这种技术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采取了这种技术，结果都一样：工程质量提高，绩效增加，对于变革的阻力也会消失。切萨皮克－俄亥俄铁路公司的工人能主动地提出重新设计全部工厂的计划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因为他们早在几年前就已开始执行“作业简化”规程了。

厂内社团活动

然而，参与设置自己的工作，并不就是获得经理人员看问题的角度的唯一方法，工人还可以在厂内社团活动方面起到领导的作用，因为这是获得实际管理经验的最佳途径。

能在厂内社团活动中成为头头，能赢得别人的尊敬，这并不一定就具备了被提升做管理工作的素质。然而，被提升是得到企业正式承认并给予奖赏的唯一途径。尽管被提升的机会不少，晋级的制度也还算公平，但总会有些最受人尊敬的头头得不到提升，于是他们就会感到失望。为了体现他们的领导才能，他们往往会无奈地站到对立面上去。工会领导人中有不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企业未能用提升的办法来对他们的领导才华加以肯定。

沃特•鲁瑟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毫无疑问，他所坚信自由企业体系有毛病，就是因为他觉得一个好的体系必然会发现并使用像他那样具有领导才华的人。我个人也认识一些铁路工会的官员，从性格和世界观上看，他们都是极为保守的人。他们对工会工作产生兴趣，主要是因为他们在企业里未能被提升到管理工作岗位上去的缘故。

在一家企业里，工人仍旧做工人的工作，但也总还有些可像经理那样来考虑问题的机会。企业会有几十种不同的厂内社团活动，这些活动虽不属于经营及生产范围，但却需要有人来管理，这些活动与企业往往只有些附带关系，对企业的成功仅仅起到次要的作用，因此不需要由管理部门来对其加以管理。比如，红十字会血库的管理，负责筹办圣诞晚宴，制订班次时间表和安全计划，经营自助餐厅或出版职工刊物等。诸如此类的活动本身没有一项称得上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合在一起却是很大的一部分责任。对职工而言，这些活动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们直接影响到职工的社会生活。

职工自己可以做的另一项活动就是提供信息服务。比如，出版职工年报；为新职工编写雇员手册。职工还可以就新技术、新技能、客户服务或接听电话等组织讲座。

这些活动若不让职工负责，而由管理部门来办的话，那将会使企业失去一次向职工灌输以经理人员的眼光来看待问题的最佳机会。样样都由自己管起来的企业肯定是个不怎么样的企业。在企业责任之外再加上其他的非企业活动，那么管理部门必然就会忙不过来。要管理好厂区内的公众事务同样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由管理部门来管理这些活动，而不是鼓励职工来管好这些事情，这无疑会给企业树立招致批评和不满的新靶子。有没有哪个经营自助餐厅的管理部门听不到职工的抱怨之声呢？

有一点我得要说清楚：我相信，如果光以职工的身份是没法参与企业的管理的，因为他们没有责任，因此也就没有权力。我也不希望在典型的企业中看到更多的社团活动，其实我倒觉得如果这类活动能够再减少一点，对企业或许更有好处。我主张使用更少的工作人员，不要经常开会，要清除任何机构臃肿的现象。对那些非做不可的事，要做得合情合理。这也就是说，工作人员要少，有些事情可让厂里的公众自己去做。

厂内社团活动的标准应该订得高些。这些活动可为职工提供一次极好的机会来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绩效标准。完成这些活动的实际责任应该落到工厂社团及其成员的肩上。开展这类活动也是一条途径，通过这一途径可以使工人获取创造最佳绩效的动力。而要实现这一点，工人就必须具备像管理人员一样地看待问题的方式方法。以恐惧心理作为动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过如何开发出其他有效的动力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这件事又非做不可。今天，我们已有了为获取最佳效益而对工作进行设计的工程知识，也有了组织职工开展有效工作所需的社会知识。在当前新技术背景下，我们已有了一种生产和分配制度，它可以再一次为工人获得能力、动力和成就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如果工人没有提高绩效的愿望，那么这些机会就不可能产生成果。恐惧心理的消失并不是一件坏事，然而，职工不再有恐惧心理这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有正面的动力，那就是：适当地安置人员，高绩效标准，有利于职工进行自我控制的信息，工人作为负责任的公民参与工厂内的种种公众活动。

我将前一章称之为“宣言书”，而这一章也是宣言书。这两章都是纲领性的，尽管其中有不少成功管理工人及其工作的局部性的例子，但就我所知，作为完整的一套尚未在任何地方试验过。

我们已经了解得够多了，我们已知道该做些什么，至少我们已明白可以做的事要比正在做的多得多。所以，我们有理由期望（如果还谈不上要求的话），现在的目标在20年后将会被圆满地实现，现在的宣言将会变成历史事实。
